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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国内地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案例样本，基于组态思维，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从学术基础、科学基础、技术基础、产业基础、政府支持5个维度探究创新策源能力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创新策源能力下5个变量的不同组合会对区域创新绩效产生不同影响，其中区域内的产业基础、技术基础是取得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产生高区域创新绩效的路径有4条，根据政府的参与程度，可将4条路径分为两类，即非政府主导型合作创新和政府主导型关键技术创新；本文也发现了两种创新条件组态会创造非高创新绩效，且两类组态均以弱产业基础与弱技术基础为核心条件。地方政府可根据自身发展特点，选择不同路径来提高区域创新绩效。本研究首次将创新策源能力与区域创新绩效联系在一起，分析其内在影响机理，且分析结果与我国各区域发展情况吻合，刻画的４条产生高区域创新绩效的路径对不同地区创新活动的开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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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creational and original innovation capacity affect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Based on QCA analysis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CAO Ping, ZHAO Ruixue, YOU Yu, FANG X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anghai 201418)
Abstract: Taking 3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as case samples, and based on the configuration thinking,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is appli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policy source capacity on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rom five dimensions of academic basis, scientific basis, technological basis, industrial basis and government suppor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the five variables under the creational and original innovation capacity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industrial base and technological base within the region ar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to achieve 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re are four paths to produce high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the four path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nongovernmental leading cooperative innovation and government-leading key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two configurations of innovation conditions can create non-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both of them take weak industrial base and weak technology base as the core conditions. Local governments can choose different paths to improve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study, for the first time, creational and original innovation capacity is linked with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internal influence mechanism is analyzed. The analysis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various regions in China. The four paths to produce high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re of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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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策源能力是实现地区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突破口。2019年，上海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率先探索建设国际创新策源地的途径，而后创新策源能力便成为了区域创新领域的焦点。什么是创新策源能力？陈超[1]认为是一种原创能力，一种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至少体现在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和产业新方向四个方面。因而有学者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探索建立区域创新策源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在选取可量化的三级表征指标时，学者们多倾向于R&D经费、R&D人员等创新投入指标，这样一来，创新策源能力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界限便显得模棱两可。创新策源能力不同于区域创新能力，其高低与否体现在区域的创新资源禀赋与要素基础，反映一个区域深层次的创新底蕴，这种底蕴是区域在发展中积累的可调动的资源基础及形成的创新氛围。“源”与“策”是辩证统一的，“源”主要指人才、机构、技术、金融、社会、管理等各方面创新资源的集聚，“策”更多强调行动，即通过策划、组织和开展各种活动，将“源”所蕴藏的能量释放出来，引爆创新的奇点。在同样的创新投入下，策源能力高的区域往往能够创造更高的绩效。综合上述内容，我们会思考，这种有别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深层次创新驱动力是如何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呢？影响路径又有哪些？哪些路径是主要路径？本文将QCA方法引入区域创新领域，分析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必要和充分两类因果关系。将创新策源能力分为学术基础、科学基础、技术基础、政府支持及产业基础五个方面，试图探索5个前因条件组成的不同组态与区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挖掘提升区域创新绩效的路径。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建模
如今，科技创新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从外部获得关键核心技术日趋艰难。如何提升区域创新策源能力，从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封锁，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当务之急[2]。随着政界对创新策源能力的关注与重视，学界对创新策源能力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多集中于创新策源能力的含义理解、能力提升举措、影响机制、及评价指标的构建方面。2018年，上海提出“成为全球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的重要策源地”的目标。因而，在评价指标构建的过程中，学者们将重点放在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四个方面。朱梦菲[3]基于此，从每一方面的基础、投入、产出三个维度对我国31个省份创新策源能力进行了评价。敦帅[4]则通过对创新策源能力的内涵、框架与特征解析，构建创新策源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对全球典型科创中心城市创新策源能力水平进行了比较分析。除此之外，敦帅[5]还基于贝叶斯网络构建了创新策源能力影响机制模型，分析了其影响机制的动态变化过程。张金福[6]则另寻角度，从制度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与建设、创新生态环境优化和科技创新布局四个维度，构建创新策源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测度了我国31个省市的创新策源能力水平。综合已有研究，笔者在学术、科学、技术及产业基础之上，增加政府支持作为创新策源能力的表征变量，即采用区域学术基础、科学基础、技术基础、产业基础和政府支持五个前因条件，探讨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多重并发因果要素及机制。区域内五个前因条件水平如何？哪些前因条件相组合以及如何组合可以产生高创新绩效？本文将会通过QCA方法进一步探索，首先建立如图1所示的创新策源能力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其中创新绩效由专利申请数量、新产品销售收入和技术合同成交额三个变量表征，创新策源能力则由学术基础，技术基础，科学基础，产业基础和政府支持五个变量进行表征，各变量关系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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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创新策源能力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

2.1 学术基础与创新绩效
一个区域的学术基础体现在高校的数量及水平上，高校作为三大创新主体之一，在区域创新过程中属于知识创造者和传播者，同时又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平台，集聚了大量科研人才及丰富的科研资源，在提升区域创新整体水平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双一流”大学重点工程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高校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区域校企合作创新过程中，高校与企业研发合作的技术绩效毋庸置疑，而经济绩效却不会立竿见影，而且区域内高校科技资源也并不一定能直接转化为经济绩效，但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年龄企业与高校合作的效果明显不同，在一些方面产生的间接绩效不容忽视[7]。此外，在产学研合作创新中，高校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创新间接促进区域创新[8]。而且有研究发现，高校创新要素集聚对本区域的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直接溢出效应[9]。区域创新体系中，高校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领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社会提供新知识、新技术的同时，还为体系培养、输送了大量人才[10]。从高校走出的毕业生和科学家是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知识生产的根本来源[11]。综上所述，高等院校通过汇聚师资力量，培养各领域科技人才，承担R&D课题，成为了区域中主要学术资源供应主体。所以，一个地区的学术基础是通过高校及其培养的科技人才来间接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正因如此，笔者后续选取了高校数量、专科及以上毕业生数量作为衡量区域学术基础的指标。
2.2 科学基础与创新绩效
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及区域内活跃的科技从业人员数量反映了地区的科学及服务水平。研究及开发机构作为三大创新主体之一，提供了开展科学实验的平台，是不可或缺的区域科学基础，有助于科学新发现的诞生[12]。其中新型研发机构以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的“三发联动”为理念，在克服科技研发中的“市场失灵”、“组织失灵”、乃至“系统失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3]。区域创新中，科研机构是原创成果的产出高地，在与高校的合作中，可以通过搭建灵活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优秀科技人才；与企业的合作中，可以带动新型产业发展，解决企业技术难题，突破产业关键技术，实现从源头创新到新技术，新产品的转换。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方面，有学者基于共生理论将科研机构与高校、企业看作区域创新的共生单元[14]。在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中，研究与开发机构的数量往往作为创新投入的重要衡量指标，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言而喻。科技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可以用来衡量地区的科研人力资源投入比例，该比例越高代表城市的科研人员越多，越具有创新能力[5]。李鸿禧[15]和于晓宇[16]也将其作为衡量区域创新环境的重要指标，来考察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借鉴前人研究，笔者选取了R&D机构数量、科技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作为衡量区域科学基础的指标。
2.3政府支持与创新绩效
科技投入是政府支持创新活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17]。有些学者认为政府科技投入对创新绩效有正向溢出效应[18]，特别是对于专利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9]。聂鸣[20]研究发现，政府在创新过程中给予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的资金、人才资助与区域创新产出间有正相关关系，唯一的差异仅是不同创新主体的弹性系数不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合理的创新政策来支持、引导区域创新。科技创新政策能保障各项创新活动的有效进行与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助于提高创新绩效从而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21]。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表明国家创新政策可以跨层次影响区域创新绩效，并可以调节创新投入和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22]。考虑政府在区域创新中的重要角色，本文将“政府支持”作为创新策源能力的表征变量，借鉴于晓宇[16]的研究，选取区域内科学技术支出作为衡量政府支持度的指标。
2.4技术基础与创新绩效
高技术产业是推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引擎，其数量大小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技术潜力的高低，高技术企业每年都会花费大量经费对技术进行引进、改造，一定程度上夯实了区域进行创新活动所需的技术基础。相比于其它传统产业，高技术产业推动区域创新体系的效果更加明显，主要原因是高技术产业创新领域具备更具前瞻性、更易汇聚人才和资本、更易带动和提升生产的特点。高技术产业可以通过资源集聚产生协同效应，进而提高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溢出效应[23]。袁胜超[24]实证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倒U型直接效应。吴卫红[25]也将高技术产业与高校进行对比，证明了其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溢出效应。可见，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与高技术产业密不可分。基于上述分析，从技术新发明角度出发，笔者选取与其相关的区域高技术企业数量与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支出作为衡量区域技术基础的指标。
2.5产业基础与创新绩效
对于区域产业基础，笔者主要从区域内企业创新活动方面进行阐述。企业创新在产业升级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表明，大企业的创新投入对区域产业的升级有明显的带动作用[26]。敦帅[4]在选取产业新方向评价指标时，侧重于地区企业对研发的重视程度和企业内外创新活动数量，因而选取了地区企业R&D经费作为衡量指标。朱梦菲[3]则利用地区内科创板企业申请数和高新企业数量表征地区产业基础，进而评价区域创新策源能力。在一些有关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中，有R&D活动的企业数量常被作为衡量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由于企业在区域创新中扮演“生产者”的角色，创新活动产生的技术成果最终都由企业转化为新产品，新产业，因而企业的生产和创新活动能够直接体现创新绩效的高低。基于此，笔者选取区域有R&D活动的企业数量和企业创新活动费用支出作为衡量产业基础的指标。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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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组态是一个复杂的作用过程，受到多重要素的影响且各要素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此外，本研究所涉及条件变量均为介于0到1之间表示程度的连续型变量，不适用于清晰集比较分析方法（csQCA）和多值集比较分析方法（mvQCA），因此，本研究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为研究工具，分析30个省份的学术基础、科学基础、政府支持、技术基础、产业基础5个条件变量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组态。
3.2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在第一章节中，我们明晰了创新策源能力的五个主要变量与区域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各变量的衡量指标也已加以说明。在朱梦菲、敦帅、张金福对创新策源能力研究的基础上，参考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和区域创新能力相关研究，确定了创新策源能力表征变量及衡量指标。对于创新绩效，现有研究多以创新产出为准，综合前人研究，选取专利申请数量、新产品销售收入、技术合同成交额来作为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最终的变量及衡量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
	变量类型
	测量维度
	细分变量
	衡量指标

	条件变量
	区域创新策源能力
	学术基础
	高校数量

	
	
	
	专科及以上毕业生数量

	
	
	科学基础
	R&D机构数量

	
	
	
	科技服务业从业人数

	
	
	技术基础
	高技术企业数量

	
	
	
	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支出

	
	
	产业基础
	有R&D活动的企业数量

	
	
	
	企业创新费用支出

	
	
	政府支持
	科学技术支出

	结果变量
	区域创新绩效
	-
	专利申请数量

	
	
	-
	新产品销售收入

	
	
	-
	技术合同成交额



本文以我国内陆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作为样本收集数据（西藏部分数据缺失，故未纳入统计），初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考虑到区域创新活动形成区域创新产出需要一定时间的延迟，因此本文借鉴苏屹[31]和白俊红[32]的处理方法，在后续的研究中选取了两年的滞后期。即对于条件变量，采用2017年编制的各年鉴数据，而结果变量，则选取2019年的数据。在获取原始数据后，如何对其标准化是一项科学工作，本文借鉴李志军[33]的做法，采取效用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值域选取为区间[0，1]，效用值越接近1，表明该指标的得分越高。最终得到标准化后各省、市和自治区数据如表2所示。借鉴程建青[34]的方法，对衡量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细分变量的分数。
3.3 变量校准
本研究采用直接法来校准数据，即使用三个重要的定性锚点来进行结构化校准：完全隶属阈值、完全不隶属阈值以及交叉点[35]。参考FISS[29]的研究，本文将6个变量完全隶属阈值、完全不隶属阈值以及交叉点的3个校准点分别设置为案例样本描述性统计的上四分位数（75%）、下四分位数（25%）与中位数。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校准锚点及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表2 各省市标准化后数据
	城市
	创新策源能力
	区域创新绩效

	
	学术基础
	科学基础
	政府
支持
	技术基础
	产业基础
	新产品销售收入
	技术合同成交额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专科及以上毕业生数量
	高校数量
	R&D机构数量
	科技服务业从业人数
	科学技术支出
	高技术企业数量
	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
	有R&D活动的企业数量
	企业创新费用支出
	
	
	

	北  京
	0.3760
	0.5161
	1.0000
	1.0000
	1.0000
	0.0891
	0.1324
	0.2296
	0.1459
	0.1196
	1.0000
	0.6369

	天  津
	0.2314
	0.2839
	0.1105
	0.1492
	0.1492
	0.0482
	0.0659
	0.1196
	0.0961
	0.0875
	0.0943
	0.1155

	河  北
	0.5624
	0.7097
	0.1617
	0.1808
	0.1808
	0.0716
	0.0420
	0.2202
	0.1743
	0.1491
	0.0152
	0.0955

	山  西
	0.3497
	0.4581
	0.3827
	0.0803
	0.0803
	0.0150
	0.0096
	0.0521
	0.0666
	0.0442
	0.0122
	0.0356

	内蒙古
	0.1858
	0.2645
	0.2049
	0.0646
	0.0646
	0.0059
	0.0068
	0.0344
	0.0426
	0.0241
	0.0429
	0.0181

	辽  宁
	0.4857
	0.6645
	0.3747
	0.1521
	0.1521
	0.0487
	0.0295
	0.1062
	0.1458
	0.0977
	0.0936
	0.1057

	吉  林
	0.2794
	0.3226
	0.2264
	0.0890
	0.0890
	0.0357
	0.0102
	0.0600
	0.0457
	0.0591
	0.0100
	0.0497

	黑龙江
	0.3396
	0.4452
	0.3423
	0.1320
	0.1320
	0.0133
	0.0175
	0.0353
	0.0336
	0.0149
	0.0406
	0.0589

	上  海
	0.2645
	0.3355
	0.3019
	0.3314
	0.3314
	0.1160
	0.1458
	0.2239
	0.3155
	0.2343
	0.2108
	0.3472

	江  苏
	0.8761
	1.0000
	0.3046
	0.2941
	0.2941
	0.5691
	0.4218
	1.0000
	0.8701
	0.6999
	0.1629
	0.8471

	浙  江
	0.4763
	0.6194
	0.2102
	0.2511
	0.2511
	0.3233
	0.2354
	0.8317
	0.4411
	0.6065
	0.0328
	0.5530

	安  徽
	0.5632
	0.6903
	0.2156
	0.1062
	0.1062
	0.1666
	0.0794
	0.3314
	0.2261
	0.2240
	0.0348
	0.3044

	福  建
	0.3334
	0.4968
	0.2129
	0.0904
	0.0904
	0.1134
	0.1385
	0.3431
	0.2228
	0.1328
	0.0201
	0.1425

	江  西
	0.5095
	0.5806
	0.2534
	0.0674
	0.0674
	0.1488
	0.0409
	0.1765
	0.1161
	0.1454
	0.0160
	0.0637

	山  东
	0.9999
	0.8581
	0.4798
	0.2410
	0.2410
	0.2281
	0.2532
	0.6979
	0.6675
	0.3122
	0.0567
	0.3371

	河  南
	0.9347
	0.8194
	0.2749
	0.2238
	0.2238
	0.1273
	0.0754
	0.3340
	0.1996
	0.1561
	0.0160
	0.1436

	湖  北
	0.6633
	0.7484
	0.2588
	0.1994
	0.1994
	0.1289
	0.1139
	0.2690
	0.2051
	0.2242
	0.0797
	0.2287

	湖  南
	0.5882
	0.7226
	0.2668
	0.1420
	0.1420
	0.1434
	0.0784
	0.2802
	0.2585
	0.1869
	0.0170
	0.1874

	广  东
	0.9000
	0.9032
	0.4825
	0.4648
	0.4648
	1.0000
	1.0000
	0.9941
	1.0000
	1.0000
	0.1482
	1.0000

	广  西
	0.3442
	0.4065
	0.2668
	0.0976
	0.0976
	0.0368
	0.0065
	0.0746
	0.0594
	0.0407
	0.0008
	0.0553

	海  南
	0.0543
	0.0516
	0.0216
	0.0072
	0.0072
	0.0015
	0.0020
	0.0004
	0.0000
	0.0000
	0.0000
	0.0047

	重  庆
	0.3329
	0.3419
	0.0296
	0.0961
	0.0961
	0.0770
	0.0481
	0.1549
	0.1383
	0.0996
	0.0217
	0.0934

	四  川
	0.6773
	0.6903
	0.4016
	0.2927
	0.2927
	0.1462
	0.1108
	0.2611
	0.1479
	0.0960
	0.0450
	0.1896

	贵  州
	0.2468
	0.3871
	0.1509
	0.0818
	0.0818
	0.0509
	0.0212
	0.0814
	0.0388
	0.0169
	0.0037
	0.0472

	云  南
	0.3031
	0.4323
	0.2642
	0.1277
	0.1277
	0.0249
	0.0072
	0.0917
	0.0490
	0.0197
	0.0183
	0.0384

	陕  西
	0.5444
	0.5355
	0.2264
	0.2468
	0.2468
	0.0653
	0.0833
	0.1359
	0.0914
	0.0577
	0.1360
	0.1662

	甘  肃
	0.1908
	0.2387
	0.2318
	0.0803
	0.0803
	0.0090
	0.0034
	0.0365
	0.0266
	0.0107
	0.0295
	0.0239

	青  海
	0.0000
	0.0000
	0.0135
	0.0115
	0.0115
	0.0001
	0.0000
	0.0000
	0.0013
	0.0007
	0.0076
	0.0000

	宁  夏
	0.0232
	0.045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37
	0.0129
	0.0179
	0.0083
	0.0010
	0.0064

	新  疆
	0.1160
	0.2452
	0.2264
	0.0689
	0.0689
	0.0011
	0.0024
	0.0377
	0.0223
	0.0108
	0.0020
	0.0114



表3 各变量校准锚点与描述性统计
	条件和结果变量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分析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学术基础
	0.292
	0.421
	0.649
	0.465
	0.260
	0.0000
	0.9422

	科学基础
	0.172
	0.221
	0.302
	0.241
	0.179
	0.0000
	1.0000

	政府支持
	0.080
	0.130
	0.242
	0.179
	0.188
	0.0000
	1.0000

	技术基础
	0.015
	0.063
	0.128
	0.121
	0.197
	0.0001
	1.0000

	产业基础
	0.050
	0.138
	0.279
	0.224
	0.264
	0.0004
	0.9971

	创新绩效
	0.036
	0.107
	0.217
	0.189
	0.247
	0.0047
	0.9412


4. 分析结果
4.1 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
本文采用fsQCA3.0分析在区域创新策源能力驱动下，30个省、市和自治区获得高区域创新绩效的条件组态，根据FISS[29]和杜运周等[28]的建议进行参数设置，即原始一致性阈值为0.8，PRI一致性阈值为0.75，案列频数阈值为1。
在进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采用QCA方法，计算单变量的一致性和覆盖率检验高/低区域创新绩效条件的必要性。从集合的角度来看，就是检验结果集合是否为某个条件的子集，如果结果的发生总是伴随着某个条件的出现，那么这个条件便是结果的必要条件[30]。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在达到高区域创新绩效的前因条件中，技术基础和产业基础的必要性超过0.9，构成必要条件，此外，弱产业基础是导致低区域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
表4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
	条件变量
	高创新绩效
	非高创新绩效

	学术基础
	0.838
	0.292

	~学术基础
	0.265
	0.803

	科学基础
	0.706
	0.348

	~科学基础
	0.413
	0.762

	政府支持
	0.820
	0.271

	~政府支持
	0.314
	0.853

	技术基础
	0.960
	0.269

	~技术基础
	0.215
	0.894

	产业基础
	0.936
	0.260

	~产业基础
	0.253
	0.915


4.2 组态分析
采用fsQCA3.0构建2k行的真值表，k表示前因条件的数量。根据模糊定集比较分析得到简单解和中间解，识别每个解的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在中间解和简约解中同时出现的条件即为核心条件，只出现在中间解中的条件为边缘条件[35]。QCA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产生高区域创新绩效的组态有4个，其中组态1、2构成二阶等价组态，组态3、4构成二阶等价组态，二阶等价组态的核心条件一致。观察4种组态，发现组态3和4中，政府支持均为核心条件，而组态1和2中核心条件均不涉及政府支持，为了更好地比较不同组态对在创新绩效的影响差异，本文归纳出以下2 种区域创新活动的组态（路径），即非政府主导下主体合作创新（组态1、2）与政府主导下关键技术创新（组态3、4）。现阐述如下：
表5 区域创新绩效组态分析
	条件变量
	高区域创新绩效
	非高区域创新绩效

	
	1
	2
	3
	4
	5
	6

	学术基础
	
	
	
	
	
	

	科学基础
	
	
	
	
	
	

	政府支持
	
	
	
	
	
	

	技术基础
	
	
	
	
	
	

	产业基础
	
	
	
	
	
	

	一致性
	0.927
	0.980
	0.960
	0.980
	0.989
	0.934

	原始覆盖度
	0.231
	0.340
	0.564
	0.617
	0.75
	0.163

	唯一覆盖度
	0.010
	0.119
	0.023
	0.076
	0.633
	0.046

	代表案例
	河北
	安徽
	广东、江苏
	上海、北京
	青海、宁夏
	辽宁、黑龙江

	总体解的一致性
	0.949
	0.985

	总体解的覆盖度
	0.820
	0.796


注：  与  表示条件存在，  与  表示条件不存在，  与   表示核心条件，  与  表示辅助条件，空白表示在构型中条件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
（1） 
（2） 非政府主导下主体合作创新。组态1指出区域高学术基础、高产业基础为核心条件，互补高政府支持和非高科学基础为边缘条件的区域创新策源能力可以产生高创新绩效。表明不管地区内高技术企业的数量和创新情况如何，大量的高等院校与人才，结合高强度的企业创新活动，即便在区域科学基础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政府支持，同样可以创造高的创新绩效。组态2则指出高学术基础、高技术基础和高产业基础为核心条件，互补非高科学基础为边缘条件可以产生高创新绩效。即在科学基础薄弱时，不管政府支持与否，高校与高技术产业联合企业创新能够催生高区域创新绩效。二者共同构成了非政府主导下区域合作创新的类型，最能贴切反映出此类型的创新方式便是企合作创新。产学研协同创新中，校企合作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关键力量。高校和企业分别作为知识输出端和输入端，在创新过程中，通过知识流动实现了资源互补，促进创新绩效的提升[36]。有研究发现，产学合作下，高校易取得更高的创新绩效[37]，而企业也可以通过提高专利申请数量和促进产品创新来影响自身创新绩效[38]。
我们将组态1和组态2进行对比，发现组态1和组态2的主要区别在于政府支持和技术基础两个变量上，前者以政府支持为边缘条件，后者以技术基础为核心条件，其余条件一致。在一些地区，政府对于高校、企业的创新活动给予一定的资金、政策支持，特别是在成果转化方面，部分地区政府会设置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帮助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进而提升创新绩效。在高技术企业参与校企创新时，高技术企业具备的技术研发、转化能力，使得创新活动同样可以取得高创新绩效，此时政府支持便可有可无，即对应组态2描述的状态。
（2）政府主导下关键技术创新。组态3指出高政府支持与高技术基础为核心条件，互补高学术基础与高科学基础为边缘条件的区域创新策源能力可以产生高的创新绩效。表明不管地区内企业创新活跃程度如何，政府通过大力支持高技术产业，在高校和研发机构的参与下，可以创造高创新绩效，这种情况多出现于政府出资，由高技术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来对关键技术进行攻关的情况，往往为国家重大项目，比如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组态4指出高政府支持，高技术基础和高产业基础为核心条件，互补高科学基础为边缘条件的创新策源能力可以催生高创新绩效。即不管高校和人才多少，在一定科研机构的参与下，政府通过大力支持高技术产业和企业创新，会产生较高的区域创新绩效。政府主导下的三大创新主体均有参与的项目，往往是针对我国重大科技领域，能够突破“卡脖子”技术，解决制约我国发展瓶颈的创新活动，比如核高基重大专项，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在这类项目中，政府是项目的发起者，通过资金，政策支持，由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合力对关键技术进行突破。
通过观察会发现，组态4相较于组态3，产业基础成为了核心条件。主要原因与非政府主导下的创新活动一致，企业作为“生产者”，在创新活动中扮演了将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值的重要角色。在对不涉及国家保密的技术成果进行转化后，创新绩效随之提高。
对于区域创新绩效的两条影响路径，可以从我国各省份、直辖市和自治区中找到典型案例。政府主导下的关键技术创新，代表案例为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省市，这些区域多为发达城市，科技经济水平较高，产业、技术基础深厚，且有大量的高技术企业，科研机构及高校，政府往往将关键技术的攻关任务分配给这些地区，利用其强大的创新策源能力，来获取高的创新绩效，实现关键技术攻关。对于非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创新，代表案例为河北、安徽等地。相较于北上广等发达地区，此类地区的创新策源能力较低，创新基础较为薄弱。因而常常以满足地区内部需求、促进区域发展为目标进行创新活动，政府会给予一定的帮助，通过区域内的产学研主体合作，来获取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创新成果。
（3）非高区域创新绩效条件组态
本文也检验了产生非高区域创新绩效的条件组态（即组态4和组态5）。首先，组态4显示，在缺乏高技术基础、缺乏高产业基础、缺乏高学术基础的创新生态中，不管政府支持程度高低与区域内科学基础如何，城市创新绩效也不会高。其次，组态5显示，在缺乏高技术基础、缺乏高产业基础的创新生态中，即便有一定的政府支持与科学基础，也不会产生高创新绩效。本文发现组态4和组态5的共同特征都是缺乏高的技术基础与产业基础，也就是说区域内的高技术产业与企业创新活动水平不高，导致产生非高区域创新绩效，再一次说明了企业在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也验证了前面提高的弱产业基础是非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的分析。从两类组态的代表案例来看，青海、宁夏等地区创新基础薄弱，拥有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较少，有创新活动的企业数量较低，获取高创新绩效十分困难。相较于青海、宁夏等地，组态5的代表案例辽宁、黑龙江等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经济水平在当时相对较高，因此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定创新基础。但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我国区域发展重心开始转移，这些地区的优势已经慢慢消失，即便21世纪初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召，但仍需要大量时间才能获取成效。
从结果来看，产生高区域创新绩效与非高创新绩效的条件组态及对应的典型案例是十分符合我国区域发展现状的，验证了本文方法选取的科学性与分析结果的合理性。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学术基础、科学技术、技术基础、产业基础和政府支持五个变量构建区域创新策源能力评价框架，详细分析了每个变量与区域创新间的关系，并综合他人研究，选取了每个变量的衡量指标，建立了全面、合理的创新策源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上述分析，运用fsQCA方法分析5个变量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创新策源能力通过学术基础、科学基础、技术基础、产业基础和政府支持对区域创新绩效产生重要影响，产生高区域创新绩效的主要路径有4条，说明了创新策源能力对区域创新绩效影响存在“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其次，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是产生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验证了区域高技术产业的技术研发活动与企业生产创新活动对区域创新绩效的主导作用。再次，根据“政府支持”作为核心条件与否，可将4条路径归为两类，即非政府主导下的产学合作创新和政府主导下的关键技术创新。非政府主导型创新多集中于创新策源能力薄弱的地区，以高校和企业为主要创新主体，通常以满足区域发展需求而进行创新活动；政府主导型创新集中于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发达城市，其凭借地区内发达的学术、技术、产业资源，在政府的支持下，完成对关键技术的突破。最后，导致非高区域创新绩效的路径有两条，且均以弱技术基础和弱产业基础为核心条件，侧面强调了技术产业与企业创新对于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性。
5.2 相关建议
本文首次将创新策源能力与区域创新绩效联系起来，探讨了创新策源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既然创新策源能力对区域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那么如何提高区域内的创新策源能力，进而促进创新绩效提升呢？本文给出如下建议：
（1） 加强区域高校建设。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地区内知识和技术的供给方，为区域创新提供了知识资源与科技人才，其拥有的知识、人力资本可以被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是增强区域创新策源能力的重要抓手。知识经济时代，高校成为了驱动原始创新的源头，因此在新一轮的产学研一体化过程中，需要重构校企创新之间的联系，探索区域创新主体新布局，形成大学为主体，企业为资金来源，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的创新范式。
（2） 增强人才集聚能力。创新策源能力建设的本质是顶尖创新人才的集聚与培育，真正的创新中心一定是产生顶尖创新人才的沃土[1]。既要吸引和集聚人才，更要培养和培育人才，健全区域内人才激励措施，采取多样化激励方式，完善“引”、“育”机制，真正做到待遇条件吸引人才，科研项目培育人才。进而获取一大批高层次战略、科技、技术、管理、科学服务人才。
（3） 加强基础研究投入。2014年我国对众多科技计划项目进行了整合，形成了以基础前沿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应用示范研究三类研发活动为主体的创新链。基础研究作为第一个环节，是创新的根本，我国的“卡脖子”问题，本质上是基础性创新能力不足。为此，应加强基础研究规划和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建立政府引导及保障制度，鼓励区域内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进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支撑区域基础研究，提高城市科技创新能力。
（4） 推动关键技术突破。鼓励区域创新主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利用区域产业、技术基础围绕5G、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关键技术领域进行技术攻关，形成一批引领产业新方向的高技术企业。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为开展高水平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39]，勇于尝试颠覆式创新，突破关键共性技术，率先确立起未来产业竞争“技术轨道”和未来产业创新“主航道”，进而获取“头部效应”红利[2]。
（5）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首先，坚持产学研用相结合原则，建立以成果转化为导向的创新绩效评价机制；其次，鼓励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开展成果转化工作，聚焦关键技术，加强政府引领。再次，健全完善成果转移转化激励机制，对科技成果转化“重要贡献人员”做出明确界定，合理区分科研人员和相关转移转化服务人员的贡献，充分调动各转化主体的积极性。最后，政府尝试设立重大科技项目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构建重大自主创新产品进入市场的“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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